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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数据资源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地方政府数据开放的准自然实验

吴武清1, 李祁恒1, 章柳漪1, 赵 越1,2

(1. 中国人民大学 商学院, 北京 100872; 2. 新加坡管理大学 会计学院, 新加坡 178900)

摘 要 政府开放公共数据资源是其推动数据要素价值释放的重大战略举措. 然而, 开放的
公共数据资源是否被社会公众所利用从而释放数据要素价值仍是一个有待检验的实证问题.
为此, 本文基于企业高质量发展视角, 研究开放的公共数据资源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
以反映公共数据资源作为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动力方面的价值. 以 2010 年至 2019 年 A 股
上市公司为样本, 以地方政府数据开放平台上线为准自然实验, 使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 本文
发现, 与没有位于数据开放省份的企业相比, 位于数据开放省份的企业在数据开放后其全要
素生产率更高, 表明开放的公共数据资源具有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价值. 该回归结果在
经过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替换变量衡量方法、加入滞后项等稳健性测试后仍然成立.
机制检验发现, 管理层对公共数据资源需求更大、数据资源处理能力更强的企业, 或者外部
利益相关者监督企业所需公共数据资源更多的企业, 主回归效应更显著, 表明企业全要素生
产率的提升是由于信息处理成本的下降进而促进企业内外部利益相关者对公共数据资源的

使用. 进一步研究发现, 开放公共数据资源降低了企业的经营费用、盈余管理和融资约束. 本
文丰富了公共数据资源经济后果及其作用机制的相关研究, 为政府数据开放实践提供了理论
支撑, 同时为数据资源价值提供了可靠的因果证据.

关键词 公共数据资源; 全要素生产率; 政府数据开放; 数据要素; 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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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opening of public data is the government’s major strategic move to release the
value of data factor. However, whether these data resources are used by the public to rel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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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ir value needs to be empirically tested. Therefore,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firm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relation between open public data and firms’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so as to reflect the value of public data resources in driving force of
promoting firm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aking A-share listed firms from 2010 to 2019 as
samples, using a natural experiment based on the launch of the local government data platform,
and utilizing the staggered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odel, this paper finds that as compared
with their counterparts, firms located in provinces with their public data open have higher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after the launch of public data platform, indicating that open public data
resources can realize their value by promoting firms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he result holds
after a variety of robustness tests. Mechanism tests reveal that the main regression effect is more
pronounced for firms with managers’ greater demand for public data resources or stronger data
processing capacity, or for firms with greater demand for public data resources to supervise firms.
Thes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promotion of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s due to the decrease of
information processing cost, which promotes the use of public data resources by internal and
external stakeholders of firms. Further analyses show that the open public data reduce the
operating expenses, earnings management and financing constraints of firms. This paper enriches
the relevant researches on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 of public data resources and its mechanisms,
provides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practice of open government data, and provides reliable causal
evidence for the value of data resources.

Keywords public data resources;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open government data; data fact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1 引言
作为释放数据要素价值的重要探索,政府开放公共数据资源已然成为国家战略. 所谓公共数据资源,

是指政府在履行职责过程中生成、采集、储存和处理的与公众生活、公共事务息息相关的一手数据资

源 [1,2]. 政府开放海量公共数据资源的目的在于引导社会充分利用这些数据资源, 从而释放其经济等价
值 [3–5]1. 2015 年, 国务院印发的《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提出, 要加快政府数据开放共享, 率先推动
信用、交通、医疗、卫生、就业、教育、气象、企业登记监管等重要领域公共数据资源的开放, 以引
导社会发展, 服务公众企业. 2016 年, 李克强总理在全国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电视电话
会议中指出, 目前我国信息数据资源 80% 以上掌握在各级政府部门手里, 要坚持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
例外2. 2020 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将推
进政府数据开放共享列为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任务中的首要任务. 2022 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
的《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再次强调, 要加强汇聚共享和开放开发公共
数据资源, 打破 “数据孤岛”.

尽管政府数据开放实践蓬勃发展, 学术上政府开放的公共数据资源是否被公众使用从而实现价值
仍缺乏充分证据 [4,6,7]. 现有研究表明, 政府数据开放的价值实现具有不确定性 [5]. 这些研究主要有两类,
其中第一类研究讨论了政府数据开放价值实现的影响因素, 该类研究表明, 政府数据开放的价值并不一
定能够实现, 其受限于开放的数据质量 [1]、用户特征等 [7,8]. 第二类研究为政府数据开放价值提供了证
据, 但这些证据主要为小样本案例证据, 大样本实证证据相对不足 [6,9]. 除了上述两类研究, 还有研究实
证证明了政府信息公开的价值 [10], 然而该类研究难以为公共数据资源价值提供实证证据, 原因在于, 一
方面, 政府信息公开的主要目的是保障公民对政府事务的知情权, 以加强公众对政府的监督 [11], 因而其
公开的内容更多是政府人事信息、财政预决算信息等政府主体信息而非所有社会主体信息, 这使得政府

1例如, 江苏省数据开放平台 (http://data.jszwfw.gov.cn:8118/extranet/openportal/pages/default/index.html) 的
弹窗公告显示, 为贯彻落实《江苏省公共数据管理办法》 (省政府令第 148 号) 要求, 推进公共数据依规安全有序开放, 鼓
励企业、社会组织、个人等社会主体使用开放数据资源, 释放数据价值, 赋能经济社会发展, 共享数字红利, 江苏省公共
数据开放平台面向社会开放.

2http://china.cnr.cn/gdgg/20160509/t20160509_522098484_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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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公开的内容难以等同于公共数据资源. 另一方面, 政府信息公开的内容主要是文本形式的文件或是
经过归纳总结的统计报告, 根据 DIKW 模型, 该内容更多属于基于数据资源加工后的信息资源而非数
据资源本身 [2].
为了探究政府开放的公共数据资源的价值, 本文基于企业高质量发展视角, 研究公共数据资源与企

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 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既反映了企业生产经营效率, 又反映了经济政策有效性, 是
衡量经济主体高质量发展动力的重要指标 [12,13]. 而数据资源为经济主体高质量发展动力赋能, 是数据
资源成为数据要素的重要前提. 当前鲜有文献研究数据资源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 更遑论研究公
共数据资源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 具体而言, 现有关于数字经济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文献, 研
究内容上其主要关注数字技术进步的影响而非数据资源的影响 [14–17], 研究设计上其使用的数字经济指
数 [18,19]、数字化转型 [14,16] 等指标在概念上包含了数据资源和数字技术, 因而难以区分数据资源的效应
和数字技术的效应. 更有甚者, 微观层面的数字化转型等指标内生性较强, 导致使用该指标能否可靠地
识别数据资源和数字技术的总效应都将存疑.
那么, 政府开放的公共数据资源是否促进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这是一个有待检验的实证问题. 一

方面, 政府开放公共数据资源后, 企业管理层和外部利益相关者信息处理成本下降, 公共数据资源利用
率上升, 管理层决策和外部利益相关者监督有效性上升, 进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上升. 但另一方面, 当政
府开放的公共数据资源质量有限、企业管理层和外部利益相关者无法意识到公共数据资源的存在或者

其缺乏使用公共数据资源的技能时, 公共数据资源就难以被利用, 进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难以提升. 为
了检验上述研究问题, 本文以政府数据开放平台上线为准自然实验, 以 2010 年至 2019 年 A 股上市公
司为研究样本, 使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 (staggered DID) 展开检验. 研究发现, 政府数据开放平台上线
后, 与办公地没有位于数据开放省份的企业 (控制组) 相比, 办公地位于数据开放省份的企业 (处理组)
全要素生产率更高, 这表明政府开放的公共数据资源具有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价值. 该回归结果在
经过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替换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衡量方法、加入滞后项等稳健性测试后仍

然显著. 机制检验发现, 管理层公共数据资源需求更大、数据资源处理能力更强的企业, 或者外部利益
相关者监督企业所需公共数据资源更多的企业, 公共数据资源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效应更显著,
这表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是由于信息处理成本的下降进而促进企业内外部利益相关者对公共数

据资源的使用. 进一步研究发现, 公共数据资源降低了企业的经营费用、盈余管理和融资约束.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有: 第一, 从企业高质量发展视角丰富了政府开放公共数据资源经济后果及其

作用机制的相关研究. 已有文献主要讨论了政府数据开放价值实现的影响因素以及为政府数据开放价
值提供了小样本案例证据 [1,6–8]. 两类文献同时存在, 表明公共数据资源的价值实现具有不确定性 [5], 因
而亟待大样本实证检验. 本文基于企业高质量发展视角, 使用大样本实证方法检验了公共数据资源与企
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 并从管理层学习和外部监督两种视角对该经济后果进行了机制检验, 从而丰富
了公共数据资源经济后果及其作用机制的实证文献. 第二, 从数据要素视角拓宽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
响因素的相关文献. 已有关于数字经济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文献往往聚焦于数字技术进步对企业全
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而忽略了数据资源的影响 [14–17]. 国务院发布的《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的通知》
指出, 信息技术与经济社会的交汇融合引发了数据迅猛增长, 数据已成为国家基础性战略资源. 而各类
数据资源中, 政府持有的公共数据资源占比超过 80%, 因此本文通过探究政府开放的公共数据资源对全
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从数据要素视角丰富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 第三,
为数据资源的价值提供实证证据, 为政府数据开放实践提供理论支撑. 蔡继明等 [20] 指出, 数据的价值基
础研究在国内外均是一个全新课题. 关于数据能否创造价值,在理论上仍有不少人持怀疑甚至否定态度.
本文通过探究政府持有的、占我国信息数据资源比重 80% 以上的数据资源——公共数据资源对企业高
质量发展的影响, 为数据资源具有价值提供实证证据, 同时为政府数据开放实践提供理论支撑. 第四, 实
证分析基于政府数据开放平台上线的准自然实验展开, 为数据资源经济后果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因果分
析框架. 现有关于数字经济价值的文献在研究设计上往往使用数字经济指数 [18,19] 或数字化转型 [14,16]

等指标作为代理变量, 但这些变量难以区分数据资源的效应和数字技术的效应. 数字化转型等指标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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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较强的内生性, 因果识别可靠性较低. 而政府数据开放平台上线的是数据资源而非数字技术, 且开
放时间的选择与企业经营状况相关性较弱, 外生性较强, 因此本文的研究设计能够为数据资源经济后果
研究提供更为可靠的因果分析框架.

2 制度背景
随着数字经济的深入发展, 数据资源价值亟待释放. 而政府作为数据资源的主要持有者, 如何充分

释放其持有的公共数据价值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已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话题. 为此, 国务院先后印发
了《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共享实施方案》《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

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国务院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指导意见》《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

据要素作用的意见》等政策文件, 多次强调要加快政府数据资源开放共享, 以充分释放公共数据资源价
值. 自 2012 年上海市、北京市上线公共数据开放平台后, 在中央的牵头下, 各省级政府纷纷加快建设公
共数据开放平台. 随着各级地方政府数据开放平台数量的显著增长, 相关配套的各级地方政府公共数据
开放管理条例也陆续发布. 2019 年 8 月, 上海发布了我国第一部针对公共数据资源开放的地方性管理
办法, 即《上海市公共数据开放暂行办法》, 对公共数据开放过程中涉及的开放机制、平台建设、数据利
用、监督保障、多元开放、法律责任等做出了相关规定. 此后, 深圳、浙江、贵州、山东、广东等省市政
府也陆续出台了公共数据资源开放利用的相关管理条例, 为进一步规范政府数据开放以释放公共数据
资源价值提供了制度保障.
开放平台的公共数据资源数量庞大, 种类丰富. 以浙江省数据开放平台为例3, 截至 2023 年 8 月 16

日, 平台已开放 27739 个数据集 (含 13522 个 API 接口), 150696 项数据项, 1198128.69 万条数据. 其
中热门领域数据包括财税金融、信用服务、市场监督、交通运输、生态环境等. 为了便于不同类型用户
使用数据, 平台按照个人场景和企业场景对数据资源进行分类. 同时, 平台还进一步展示数据动态信息,
包括最新更新、使用最多及优评数据. 此外, 平台还对数据使用申请情况进行公示, 这为社会主体使用
政府开放的公共数据资源提供了直接证据.

3 文献综述
与本文直接相关的文献有两类, 其一, 政府数据开放的价值; 其二, 数字经济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

关系.

3.1 政府数据开放的价值

当前关于政府数据开放价值实现的文献可大致分为两类, 第一类文献讨论政府数据开放价值实现
的影响因素, 第二类文献为政府数据开放价值提供证据. 其中, 对于第一类文献, Attard等 [1] 认为, 数据
格式、数据语义歧义、数据可发现性、数据呈现方式等均会影响数据的可用性, 进而影响政府数据开放
价值实现. Gascó-Hernández 等 [7] 发现用户缺乏技术技能和相应培训是影响用户使用公共数据资源的

重要原因. 段尧清等 [21] 发现, 影响公众接受政府数据开放的表层因素是系统资源、任务紧急程度和平
台操作, 中间层因素是需求明确程度、任务主题、信息意识、信息知识、信息能力, 根本因素是用户文化
程度、年龄、平台设计等. 陈美等 [8] 使用问卷调查数据, 通过 PLS-SEM 和 QCA 方法研究发现, 用户
信任政府、信任技术会影响其对公共数据资源的利用. 对于第二类文献, 案例研究方面, Jetzek 等 [22] 通

过调查美国某能源科技公司发现, 公司通过将政府开放的海量公共数据资源进行可视化分析, 为众多家
庭提供个性化的低能耗方案, 从而降低了该地区的能源消耗. Hughes-Cromwick 和 Coronado [23] 以汽

车交通、能源、金融等行业为例阐释了公共数据资源参与商业决策和价值创造的过程, 同时通过专家访
谈发现数字平台公司通常会结合政府提供的公共数据资源以产出有助于运营效率提升、成本降低、产

销管理等的分析与服务. Magalhaes 和 Roseira [6] 通过定性分析美国 178 家公司对公共数据资源的使用
发现, 通过公共数据资源与企业专有数据资源相结合, 企业能够提高商业智能、优化流程、改进产品与

3http://data.zjzwfw.gov.cn/jdop_front/index.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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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促进研发与创新等. 实证研究方面, 张晨等 [9] 利用 2004–2019 年 1911 个样本进行实证研究发现,
政府数据开放可以促进经济增长.
纵观两类文献, 第一类文献的研究结论表明, 政府数据开放的价值并不一定能够实现, 其受限于开

放的公共数据资源质量特征、用户特征等因素, 这为本文开展实证研究以检验我国政府数据开放价值是
否实现提供了研究张力 (Tension). 而第二类文献尽管提供了政府数据开放价值的证据, 但这些证据主
要为小样本案例证据, 大样本实证证据较为稀少. 由此可见, 政府数据开放价值的实现具有不确定性 [5],
仍待更丰富的实证检验.

3.2 数字经济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随着数字经济的高速发展, 近年来关注其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文献日益丰富. 从研究内容上,
已有文献往往基于数字技术进步的角度展开讨论, 而基于数据资源赋能角度的文献则较少. 例如, 宏观
层面, 陈中飞和江康奇 [24] 发现, 数字金融将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深度融合, 进而显著提升了地区企业的
全要素生产率. Chen 等 [25] 则指出, 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不存在正相关关系.
宋敏等 [15] 发现, 金融科技越发达的地区, 企业信贷资源配置效率越高, 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也越高. 石大
千等 [26]、姚圣文等 [27] 发现, 智慧城市通过将 ICT 技术与城市治理融合, 优化企业运营的外部环境, 进
而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微观层面, 潘毛毛和赵玉林 [28] 发现, 制造业企业利用互联网技术能有效促进
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赵宸宇等 [16] 认为, 数字化转型有助于企业降本增效, 进而提高企业全要素生
产率. Guo 等 [14] 则基于资源基础理论和高层梯队理论指出, 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全要素生
产率, 但同时会降低企业绩效. 黄勃等 [17] 指出, 企业数字技术创新可以在管理、投资、运营及劳动力方
面赋能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总而言之, 已有文献在研究数字经济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时,
更多揭示了数字技术的价值, 而非数据资源本身的价值.
从研究设计上, 尽管部分文献在理论分析部分试图探讨数据资源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但这些文

献所使用的指标度量方法往往难以区分数据资源与数字技术的效应, 从而难以得到较为干净的数据资
源本身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经验证据. 例如, 宏观层面, 杨慧梅和江璐 [19] 基于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

化两个角度, 使用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发展规模、数字化人才等多个指标构建了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指数. 张微微等 [29] 则进一步从数字产业化、数据价值化、产业数字化和数字化治理四个维度构建了地

区数字经济发展指数. 此外, 史丹和孙光林 [18] 基于地区是否存在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电子商务发展指

数、科技投入等指标构建了地区大数据发展指数. 微观层面, 赵宸宇等 [16] 使用文本分析等方法构建了

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 Guo 等 [14] 则使用无形资产中数字化无形资产的占比作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代理

变量. 上述度量指标中, 无论是宏观层面的数字经济指数, 还是微观层面的数字化转型等指标, 概念上其
均包含了数据资源和数字技术. 此外, 微观层面的数字化转型等指标内生性较强, 从而导致使用这些指
标进行因果识别时, 不仅无法识别出较为干净的数据资源本身的效应, 其是否可靠地识别了数据资源和
数字技术的总效应都将存疑.
实际上, 研究设计上无法将数据资源与数字技术、劳动力等其它要素剥离, 是现有讨论数据资源价

值的文献多为理论研究而非大样本实证研究的重要原因. 这些理论研究讨论了数据资源如何统计、核算
与披露 [30–33], 如何参与价值创造 [20] 等. 尽管这些文献蕴含着数据资源本身具有价值这一思想, 但由于
其均为理论研究, 因此在考察数据资源价值尤其是数据资源是否以及如何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方面,
仍需要更加严谨的大样本实证证据.
特别地, 在各类数据资源中, 政府开放的公共数据资源尤其值得关注. Magalhaes 和 Roseira [6] 认

为, 政府是社会数据资源的主要提供者. 许可 [34] 则进一步指出, 政府不仅是最大的信息所有者和控制
者, 还是最大的数据收集者、存储者和处理者. 刘淑妍和王湖葩 [35] 认为, 公共数据资源已成为新型生产
要素, 开放公共数据资源是政府的应有之义. 这些研究表明, 政府开放的公共数据资源具有重要的潜在
价值. 那么, 其潜在价值是否得以实现, 并表现为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目前鲜有文献对该问题进
行深入研究, 这为本文研究提供了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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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MM 定理、有效市场假说等经典理论均假设完美世界中没有信息摩擦, 这恰恰反映了现实世界中信

息摩擦广泛存在且对企业生产经营效率影响重大. 为了减少信息摩擦, 提高企业经营和监督效率 [36–38],
理论上管理层和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会主动获取、整合和分析所有信息. 但实际上, 由于信息处理成本
的存在, 管理层和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会在成本-收益考量下或有限理性下, 放弃获取、整合和分析部分
信息, 甚至当这些信息是公开信息时也可能被忽视, 此时公有信息变为私有信息 [39,40]. 例如, 与结构化
数据相比, 管理层和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在处理非结构化数据4时所需成本更高, 从而使得该数据即使
发布了也难以被管理层和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利用, 进而难以产生价值.
进一步地, Blankespoor 等 [41] 将信息处理成本分为意识成本 (awareness costs)、获取成本 (acquisi-

tion costs)、整合成本 (integration costs) 以及机会成本 (opportunity costs). 本文认为, 政府开放的公
共数据资源有助于降低这四种信息处理成本, 从而促进企业内外部利益相关者对数据资源的利用, 进而
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首先是意识成本. 为了提高企业经营和监督效率, 管理层和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对企业宏观营商环

境和微观经营情况等信息有较大需求 [4]5. 然而, 这些信息往往散落在多个较为分散甚至难以识别的数
据源中, 使得管理层和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往往难以意识到这些数据的存在, 从而产生较高的信息意识
成本 [41]. 而政府开放的公共数据资源种类丰富、管理有序, 企业内外部利益相关者能够据此全面地、便
利地了解地区宏观环境和企业微观情况等信息, 从而其搜索和监测其他分散信息源的成本减少, 信息意
识成本下降. 具体而言, 一方面, 政府开放的公共数据资源种类丰富, 既涵盖区域经济、惠企政策、气象
气候、交通运输、水电资源、教育资源、劳动就业、产业园区等企业宏观营商环境数据, 又涵盖各行业
企业工商登记信息、高新技术企业信息、税务信用评级信息、失信企业信息、行政处罚信息等企业微

观经营情况数据. 这些公共数据资源能够帮助企业管理层全面地了解自身经营所处外部环境的优劣以
及可以获得的资金、技术、人才等资源, 从而降低其对其他数据源的依赖度. 另一方面, 政府开放的公
共数据资源管理有序, 既提供了具有高质量的元数据, 又提供了一站式服务, 从而管理层和企业外部利
益相关者更容易发现和理解公共数据资源的内容. 其中高质量的元数据包括数据资源提供方、主题、行
业、名称、摘要、容量等, 一站式服务主要体现为一个省份所有开放的公共数据资源均聚合在统一的平
台, 公共数据资源可以按照访问量、下载量、更新时间等排序, 最新数据和热门数据在平台首页展示, 优
质数据与特色数据6专栏展示, 互动交流平台可供数据使用者通过人工服务方式检索数据等. 元数据和
一站式服务增加了数据可发现性 (data discoverability), 降低管理层和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的信息意识
成本 [1,42].
其次是获取成本. 为了获取信息, 企业内外部利益相关者通常需要付费使用第三方数据库、爬取多

个数据源甚至手动收集数据等 [34], 这导致其信息获取成本较高. 而政府开放的公共数据资源, 不仅能一
站式展示, 还能一站式免于授权、免费下载. 除了手动下载, 平台还提供了 API 数据接口, 这些接口极
大方便了企业内外部利益相关者调用数据. 此外, 如果企业内外部利益相关者所需的公共数据资源不在
开放范围内, 其还可通过提交数据需求申请的方式获取数据, 这进一步降低了信息获取成本.
再次是整合成本. 将获取的数据整合成有用的信息, 往往需要进行繁琐的格式转换、变量提取等数

据清洗工作, 从而产生信息整合成本. Attard 等 [1] 指出, 当政府以非结构化格式 (例如 PDF 格式) 发
布数据时, 数据使用者将难以利用数据. 而政府开放的公共数据资源是结构化数据, 其不仅拥有完整的
变量名称, 还以 XLS、XLSX、XML、CSV、JSON、RDF 等人类可读 (human-readable) 和机器可读
(machine-readable) 的数据格式呈现, 从而降低了管理层和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信息整合成本.
最后是机会成本. 传统经济学的有限资源假设和行为经济学的有限注意力假设表明, 人们在资源分

4例如文本数据、以 PDF 格式展示的数据等.
5许可 (2021) 指出, 法院文书、知识产权登记数据、企业工商信用数据、个人信用数据、建筑监管数据、公共交通数

据、医疗挂号数据等均是数据爬取的重点对象. 这实际反映了社会公众对公共数据资源具有需求.
6例如开放广东平台提供的粤港澳大湾区、智能制造等数据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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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和注意力分配时无法随心所欲, 于是产生机会成本. 而政府数据开放后, 信息意识成本、获取成本以
及整合成本降低, 从而企业管理层能够将更多资源和注意力分配于企业生产、经营、治理、融资等活
动, 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也能够将更多资源和注意力分配于有效监督和投资企业等活动, 进而降低其机
会成本.
而信息处理成本的下降会促进企业内外部利益相关者对公共数据资源的利用, 进而提升企业全要

素生产率. 一方面, 管理层能够通过对政策、地区生产总值、交通、人口、就业、信贷等公共数据资源的
分析了解政策趋势、发现市场机会、预测客户价值等 [1,6]; 另一方面, 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通过对经营异
常名录、失信主体名单、守信激励主体名单等公共数据资源的分析更加有效地监督企业. 管理层通过信
息进行学习以及外部利益相关者通过信息进行监督, 均有利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为此, 本文提
出如下假说:

H1 保持其他条件不变, 政府开放的公共数据资源能够显著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如下原因, 我们也可能发现政府开放的海量公共数据资源无法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其一,

公共数据资源是政府为了履行职责或提供服务而收集, 这一收集目的与企业内外部利益相关者收集数
据的目的可能并不一致, 导致企业内外部利益相关者难以对这些数据资源进行利用 [7]. 其二, 政府开放
的公共数据资源可能在及时性、全面性等质量方面有待提高, 这进一步降低了公共数据资源的可用性.
其三, 管理层和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暂未意识到政府开放的公共数据资源的存在, 或者缺乏匹配的数据
分析技能和商业模式等 [3,7], 导致公共数据资源尚未转化为其所需要的信息 [43,44]. 这些原因为本文的研
究假说提供了张力 (Tension).

5 研究设计
5.1 数据来源及样本选择

本文的政府数据开放平台上线数据系手动收集. 具体而言, 首先, 浏览各省市人民政府官网, 查看其
是否内嵌数据开放平台链接, 如果有, 则记录该平台名称和网址, 如果没有, 则在浏览器输入 “政府数据
开放”、“政府信息开放” 等关键词搜索相关新闻和帖子, 并结合开放数林报告7 补充数据开放平台名称

和网址. 其次, 收集完平台名称和网址后, 本文通过平台名称、“上线时间” 等关键词对浏览器和慧科新
闻数据库进行检验, 同时结合开放数林报告, 对平台上线时间进行收集. 最后, 本文重新查看数据集中的
平台链接, 对其中的无效链接 (比如网页无法打开、网页能够打开但无数据集等) 进行剔除, 从而得到本
文的政府开放数据. 根据该数据集, 北京市和上海市上线数据开放平台的时间为 2012 年, 属于最早上线
数据开放平台的省级行政单位; 截至 2021 年年末, 已有 18 个省份上线了数据开放平台并仍有效运行.
本文财务数据、公司治理数据、区域经济数据等来源于 CSMAR (国泰安) 数据库和 Wind (万得)

数据库, 数字化转型相关的文本数据通过手动构建词典 +WinGo 数据库提供的词频统计得到.
在合并上述数据后, 本文对样本进行如下筛选: 1) 剔除非 A 股公司; 2) 剔除金融类公司; 3) 剔除

ST 等特殊处理公司. 4) 保留 2010–2019 年的数据. 之所以以 2010 年为起始年份, 是因为政府数据开放
平台最早于 2012 年上线, 为了让这些处理组有事前年份, 本文将样本起始年份提前两年, 即采用 2010
年作为样本起始年份. 而之所以以 2019 年作为结束年份, 是因为 2020 年及以后年份发生了新冠疫情,
企业经营环境、经营方式等与之前年份的可比性可能降低, 因此仅保留 2019 年及之前的年份8. 5) 剔除
数据缺失样本. 经过上述样本筛选, 最终得到 24,632 个公司-年度观测值. 为了防止异常值对结果的影
响, 本文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 1% 和 99% 分位的 Winsorize 缩尾处理.

5.2 变量定义

5.2.1 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全要素生产率的估计首先需要对生产函数的形式进行设
7http://www.ifopendata.cn/.
8未报告的结果显示, 将样本期间延长到 2021 年, 基准回归结果仍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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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常用的生产函数是 Cobb-Douglas 生产函数 (C-D 生产函数), 该函数使用劳动、资本的幂函数来估
计产出, 将该函数左右两边取对数, 即可转换为线性模型, 其中线性模型的残差即包含了企业全要素生
产率对数形式的信息.
估计该残差常用的方法为 OLS 方法、固定效应方法、Olley-Pakes (OP) 方法、Levinsohn-Petrin

(LP) 方法等. 其中, OLS 方法容易产生同时性偏差和样本选择性偏差, 固定效应方法只考虑了不随时间
变化的内生性因素, 因此实践中较少使用. OP 方法则假设企业根据当前生产率状况做出投资决策, 使
用企业当期投资作为不可观测生产率冲击的代理变量, 从而解决了同时性偏差问题. 然而, 这一假设意
味着投资额为 0 的样本不能被估计, 从而限制了估计时所用的样本量. 针对这一问题, LP 方法使用中
间品投入作为代理变量, 从而对 OP 方法进行了改进 [45]. 因此, 本文在基准回归中使用 LP 方法计算企
业全要素生产率, 在稳健性检验中使用 OLS 方法和 OP 方法进行测度.

5.2.2 解释变量

本文使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对政府数据开放的经济后果进行检验, 因此解释变量为处理组虚拟变
量与处理期虚拟变量的交乘项 DID. 当企业办公地所在省份 (或直辖市) 属于政府数据开放省份 (或直
辖市)、且年份属于政府数据开放平台上线年份及以后年份, 则 DID 取值为 1, 否则取值为 0.

5.2.3 控制变量

参考于文超等 [10]、黄勃等 [46] 的研究, 本文从公司基本面属性和公司治理属性等维度选取企业特
征变量, 包括企业规模 (Size)、资产负债率 (Lev)、现金流 (Cash)、总资产收益率 (ROA)、董事会
规模 (BoardSize)、独董比例 (Independ)、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FirstShare)、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
(Institute) 以及企业年龄 (Age). 此外, 参考许晓芳和陆正飞 [47]、石大千等 [26] 的研究, 本文还控制了省
份特征变量, 包括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 (GDPGrowth)、地区消费价格指数增长率 (CPIGrowth)、人力
资本 (Graduates)、通信水平 (Infocom). 变量具体计算方法参见表 1.

表 1 主要变量定义

变量类别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 TFP 使用 LP 方法计算的全要素生产率

解释变量 DID
企业属于处理组且政策实施后 (即政府数据开放平台上线
年份及以后年份) 取 1, 否则取 0

控制变量

Size 企业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Lev 总负债/总资产
Cash 经营活动净现金流量/总资产
ROA 息税前利润/总资产
BoardSize 董事会人数

Independ 独立董事人数/董事会人数
FirstShare 第一大股东持股数量/发行在外普通股总股数
Institute 机构投资者持股数量/发行在外普通股总股数
Age 企业年龄加 1 的自然对数
GDPGrowth 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
CPIGrowth 地区消费价格指数增长率

Graduates 地区大学生毕业人数的自然对数

Infocom 地区移动电话用户数的自然对数

5.3 回归模型

为了检验 H1, 本文参考黄勃等 [46]、刘慧龙等 [48] 的研究, 设计如下多期双重差分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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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FPi,t = α1DIDi,t + βj

∑
j

Controlsi,j + λi + ηt + ϵi,t, (1)

其中, 被解释变量 TFPi,t 为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使用 Levinsohn-Petrin (LP) 方法计算得到; 解释变量
DIDi,t 定义为, 当企业办公地所在省份属于政府数据开放省份、且年份属于政府数据开放平台上线年份
及以后年份, 则 DIDi,t 取值为 1, 否则取值为 0; 控制变量 Controlsi,t 包括企业规模 (Size)、资产负债
率 (Lev)、现金流 (Cash)、总资产收益率 (ROA)、董事会规模 (BoardSize)、独董比例 (Independ)、第
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FirstShare)、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 (Institute)、企业年龄 (Age)、地区生产总值增
长率 (GDPGrowth)、地区消费价格指数增长率 (CPIGrowth)、地区人力资本 (Graduates) 和通信水平
(Infocom); λi 表示企业固定效应; ηt 表示年份固定效应; ϵi,t 为随机扰动项.
本文关注解释变量 DIDi,t 的系数, 若该系数显著为正, 则说明政府数据开放后, 与控制组企业相比,

处理组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显著提高, 从而证明了公共数据资源具有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价值.

6 实证结果分析
6.1 描述性统计
表 2 为研究样本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由该表可知, 全要素生产率 (TFP) 的平均值为 8.840, 标准差

为 1.086, 与黄勃等 [46] 使用 LP 方法计算的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值 8.318 和标准差 1.046 相近, 表明本文
计算的全要素生产率数据与已有文献具有可比性. 初步对比处理组和控制组 TFP 的平均值可知, 处于
政府数据开放省份的企业在平均意义上具有更高的全要素生产率. 此外, 其他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均
处于合理区间范围.

表 2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全样本 处理组 控制组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平均值 标准差

TFP 8.840 1.086 6.597 11.825 8.855 1.091 8.778 1.061
Size 22.163 1.289 19.036 26.104 22.149 1.295 22.221 1.260
Lev 0.436 0.210 0.053 0.964 0.429 0.210 0.462 0.210
Cash 0.043 0.072 −0.196 0.253 0.043 0.072 0.043 0.071
ROA 0.056 0.069 −0.286 0.290 0.057 0.069 0.052 0.067
BoardSize 8.622 1.717 5 15 8.556 1.702 8.900 1.750
Independ 0.375 0.054 0.333 0.571 0.375 0.053 0.374 0.055
FirstShare 0.346 0.149 0.086 0.750 0.346 0.149 0.343 0.151
Institute 0.443 0.242 0.003 0.918 0.438 0.246 0.465 0.223
Age 2.844 0.335 1.792 3.497 2.843 0.342 2.846 0.307
GDPGrowth 0.103 0.052 −0.071 0.239 0.102 0.048 0.109 0.067
CPIGrowth 0.002 0.015 −0.03 0.054 0.002 0.015 0.002 0.015
Graduates 12.473 0.580 10.575 13.294 12.509 0.558 12.324 0.646
Infocom 8.622 0.641 6.732 9.731 8.714 0.637 8.239 0.502 

6.2 基准回归结果
表 3 报告了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 其中第 (1) 列仅使用年份-企业双向固定效应模型, 第 (2) 列则在

第 (1) 列的基础上加入控制变量. 由表可见, 解释变量 DID 的系数均显著为正, 表明政府数据开放平台
上线后, 与控制组企业相比, 处理组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 假说 1 得证. 换言之, 公共数据资源具有
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价值. 对于经济意义显著性, 由第 (2) 列 DID 变量的系数可知, 政府数据开放
使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平均提高了 0.044, 而由表 2 可知, 全样本中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平均值为 8.840,
二者的比值约为 0.498%,表明公共数据资源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一定的经济意义显著性,且
该显著性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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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稳健性检验

6.3.1 平行趋势检验

处理组与控制组在政策发生前具有平行趋势, 是使用双重差分模型的前提条件. 为了检验平行趋势
假设, 参考刘慧龙等 [48], 本文将政府数据开放按时段进行区分并设置相应的虚拟变量: 政府数据开放平
台上线前第四年及以前年份且企业办公地位于政府数据开放省份, 则 Pre4 变量取值为 1, 否则取值为
0; 政府数据开放平台上线前第三年且企业办公地位于政府数据开放省份, 则 Pre3 变量取值为 1, 否则
取值为 0; 政府数据开放平台上线前第二年且企业办公地位于政府数据开放省份, 则 Pre2 变量取值为
1, 否则取值为 0; 政府数据开放平台上线前第一年且企业办公地位于政府数据开放省份, 则 Pre1 变量
取值为 1, 否则取值为 0; 政府数据开放平台上线当年且企业办公地位于政府数据开放省份, 则 Current

表 3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TFP TFP

DID
0.113*** 0.044***
(0.016) (0.011)

Size
0.547***
(0.014)

Lev
0.340***
(0.052)

Cash
0.372***
(0.056)

ROA
1.531***
(0.084)

BoardSize
0.009*
(0.006)

Independ
0.193
(0.120)

FirstShare
−0.024
(0.087)

Institute
0.156***
(0.053)

Age
0.308***
(0.078)

GDPGrowth
0.087
(0.091)

CPIGrowth
−0.366
(0.377)

Graduates
−0.082
(0.065)

Infocom
0.015
(0.069)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观测值 24632 24632
Adj.R2 0.244 0.567

注: ***、**、* 分别表示系数在 1%、5% 和
10% 水平显著; 括号内为企业层面聚类的稳
健标准误.

变量取值为 1, 否则取值为 0; 政府数据开放平台上
线后第一年且企业办公地位于政府数据开放省份,
则 Post1 变量取值为 1, 否则取值为 0; 政府数据
开放平台上线后第二年且企业办公地位于政府数据

开放省份,则 Post2变量取值为 1,否则取值为 0;政
府数据开放平台上线后第三年及之后年份且企业办

公地位于政府数据开放省份, 则 Post3 变量取值为
1, 否则取值为 0. 本文将事前第一期作为参照组, 在
回归前将 Pre1 变量删除, 以防止模型存在多重共线
性. 回归结果如表 4 所示. 由该表可知, Pre4、Pre3、
Pre2 均不显著, 平行趋势检验得以满足.

表 4 平行趋势检验

变量 TFP

Pre4
−0.026
(0.017)

Pre3
−0.021
(0.013)

Pre2
0.002
(0.009)

Current
0.030***
(0.010)

Post1
0.042***
(0.013)

Post2
0.058***
(0.016)

Post3
0.071***
(0.020)

控制变量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观测值 24632
Adj.R2 0.567

注: ***、**、* 分别表示系数在 1%、5% 和
10% 水平显著; 括号内为企业层面聚类的稳
健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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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安慰剂检验
为了检验处理组的分组以及政策实施时间是否

有效, 参考何慧华和方军雄 [49], 本文进行了安慰剂
检验. 具体操作方法为: 随机抽取处理组, 并对于每
一个处理组随机分配政策实施时间, 然后生成虚拟
处理组与虚拟处理时间的交互项并进行回归. 将这
一步骤重复 500 次, 并将虚拟交互项的系数进行绘
图. 由图 1 可知, 虚拟交互项的系数集中在 0 附近
(虚线所示), 与真实交互项系数 (实线所示) 相差较
远, 安慰剂检验通过.

图 1 安慰剂检验

6.3.3 替换变量衡量方法

为了缓解测量误差问题, 本文替换了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的度量方法, 并重新进行回归.
对于被解释变量, 本文使用 OP 方法和 OLS 方法重新计算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检验结果如表 5 第

(1)、(2) 列所示, 此外, 鉴于已有研究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作为企业绩效的代理变量 [50], 为此, 本文进一
步采用 ROA 和 TobinQ 这两个反映企业绩效的代理变量 [51,52] 作为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替换变量进行

回归, 检验结果如表 5 第 (3)、(4) 列所示.
对于解释变量, 考虑到不同省份中地级市政府数据开放平台数量也可能对回归结果造成影响, 为此,

本文参考 Qian [53]、丁宁和吴晓 [54] 等的研究, 将各省份地级市开放平台上线数量取对数后生成连续型
变量, 并将该变量与政策发生时间虚拟变量交乘作为解释变量后重新进行回归, 回归结果如表 5 第 (5)
列所示. 由表可见, 所有回归结果仍显著为正, 表明基准回归结果较为稳健.

6.3.4 加入滞后项

为了缓解遗漏变量等内生性问题, 本文进一步加入滞后一期的被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 回归结果如
表 6 所示. 其中第 (1) 列在基准回归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了滞后一期的被解释变量, 第 (2) 列则在第 (1)
列的基础上将控制变量替换为滞后一期的控制变量, 由该回归结果可知, 交互项系数均显著为正, 表明
基准回归结果较为稳健.

表 5 替换变量衡量方法

变量
(1) (2) (3) (4) (5)

TFP_OP TFP_OLS ROA TobinQ TFP

DID
0.037*** 0.034*** 0.002* 0.163***
(0.012) (0.011) (0.001) (0.032)

Post×Treat2
0.038*
(0.021)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25802 24632 26184 27068 24632
Adj.R2 0.385 0.67 0.187 0.433 0.568

注: ***、**、* 分别表示系数在 1%、5% 和 10% 水平显著;
括号内为企业层面聚类的稳健标准误.

表 6 加入滞后项

变量
(1) (2)
TFP TFP

DID
0.029*** 0.055***
(0.009) (0.010)

Lag_TFP
0.461*** 0.524***
(0.014) (0.016)

控制变量 是 否

控制变量滞后项 否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观测值 20880 20856
Adj.R2 0.663 0.554
注: ***、**、* 分别表示系数在 1%、5% 和
10% 水平显著; 括号内为企业层面聚类的稳
健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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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机制检验
如果政府数据开放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是由于信息处理成本的下降进而促进企业内外部利益相

关者对公共数据资源的使用, 那么管理层对公共数据资源需求更大、数据资源处理能力更强的企业, 或
者外部利益相关者监督企业所需公共数据资源更多的企业, 政府数据开放后其信息处理成本的下降程
度更大, 管理层使用公共数据资源进行学习以及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使用公共数据资源进行监督的程
度更高, 进而政府数据开放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效应更显著. 为了检验上述机制, 本文参考江
艇 [55] 的研究进行异质性分析. 调节变量定义如表 7 所示.

7.1 管理层学习

7.1.1 经营不确定性

对于经营不确定性更高的企业, 管理层进行决策所需要的信息量更大, 信息处理成本更高 [56], 这使
得政府开放的海量公共数据资源能够在更大程度上帮助这些企业降低其意识成本、获取成本等信息处

理成本, 进而管理层使用公共数据资源进行学习的程度更高, 政府数据开放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
进效应更显著. 为了检验上述推测, 本文使用企业滞后三年的 ROA 波动性来衡量企业经营不确定性
(Uncertainty), 当企业的 ROA 波动性高于行业均值时该变量取值为 1, 否则取值为 0. 异质性分析结果
如表 8 第 (1) 列所示, 由该表可知, 调节效应显著为正, 前述推测得证.

7.1.2 产权性质

相比于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更加关注自身价值最大化, 而数字经济时代, 挖掘数据资源价值已经成
为提高企业价值的重要方式 [20,57], 因此民营企业更具有挖掘海量数据资源以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需
求 [58]. 而政府数据开放之前, 与国有企业相比, 民营企业更难接触到公共数据资源 [1,59], 这使得其信息
处理成本更高. 政府数据开放后, 民营企业可以免于授权、免费获取公共数据资源, 这极大地降低了其
意识成本和获取成本等信息处理成本, 促进了管理层利用公共数据资源辅助决策, 进而政府数据开放对
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效应更显著. 为了检验上述推测, 本文使用企业是否属于民营企业 (NSOE) 作
为调节变量进行回归, 回归结果如表 8 第 (2) 列所示, 由该表可知, 调节效应显著为正, 前述推测得证.

7.1.3 企业数字化转型

Gascó-Hernández 等 [7] 指出, 用户缺乏技术技能是影响其使用政府开放的公共数据资源的重要原
因. 因此可以推测, 对于数据资源处理能力更强的企业, 其获取和整合政府开放的公共数据资源的成本
更低, 管理层利用公共数据资源辅助决策的意愿更强, 从而政府数据开放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效
应更显著. 为了检验上述推测, 本文使用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程度 (Digital) 作为其数据资源处理能力的
代理变量, 其中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参考吴武清等 [60], 使用无形资产中与数字化相关的投资除以营业收
入来衡量. 调节效应的回归结果如表 8 第 (3) 列所示, 由该表可知, 调节效应显著为正, 前述推测得证.

7.2 外部监督

7.2.1 分析师关注

作为信息中介, 分析师是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信息渠道的重要来源 [61]. 对于分析师关注更少的企
业, 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获取企业信息的外部渠道更加受限, 其寻求其他信息的努力更大, 信息处理成
本也更高. 而政府数据开放后, 种类丰富、管理有序的公共数据资源可以在更大程度上帮助这些企业
的外部利益相关者减少搜寻其他信息的努力, 降低其信息处理成本, 促进其使用公共数据资源监督企业,
进而政府数据开放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效应更显著. 为了检验上述推测, 本文使用跟踪同一家公
司的研报数量来衡量企业的分析师关注 (AnaReport), 且当研报数量低于行业均值时取值为 1, 否则取
值为 0. 以该变量作为企业分析师关注的代理变量进行调节效应分析, 回归结果如表 8 第 (4) 列所示,
由该表可知, 调节效应显著为正, 前述推测得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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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 信息披露质量

当企业的信息披露质量较低时, 外部利益相关者难以通过企业披露的信息了解其真实的经营情
况 [62], 因而更加需要通过企业外部数据资源以监督企业行为. 而政府开放的公共数据资源不仅能够
降低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的数据意识、获取和整合成本, 同时, 由于具有政府背书, 政府开放数据的权威
性、可信度更高 [22], 从而能够降低外部利益相关者因使用低质量第三方数据带来的机会成本. 因此, 本
文推断对于信息披露质量更差的企业, 政府数据开放对其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效应更大. 为了检验上述
推测, 本文以企业在交易所的信息披露考评等级来衡量企业的信息披露质量 (Disclosure)9, 将考评等级
不属于 “优秀” 的企业取值为 1, 否则为 0. 以该变量作为企业信息披露质量的代理变量进行调节效应分
析, 回归结果如表 8 第 (5) 列所示, 由该表可知, 调节效应显著为正, 前述推测得证.

表 7 机制检验变量定义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管理层学习

Uncertainty 企业滞后三年的 ROA 波动性高于行业均值时取值为 1, 否则为 0
NSOE 民营企业取值为 1, 否则为 0
Digital 无形资产中与数字化相关的投资除以营业收入

外部监督
AnaReport 跟踪同一家公司的研报数低于行业均值时取值为 1, 否则为 0
Disclosure 企业在交易所的信息披露考评等级不属于 “优秀” 的取值为 1, 否则为 0.

表 8 机制检验

变量

TFP

管理层学习 外部监督

(1) (2) (3) (4) (5)
高经营不确定

性

是否民营企业 高企业数字化

转型

低分析师关注

度

低信息披露质

量

DID×Moderator 0.054*** 0.054*** 0.002** 0.049** 0.039*
(0.021) (0.021) (0.001) (0.022) (0.022)

DID 0.019 0.011 0.037*** 0.022* 0.024*
(0.013) (0.013) (0.012) (0.011) (0.014)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24632 24632 24632 24632 24632
Adj.R2 0.568 0.57 0.568 0.571 0.568

注: ***、**、* 分别表示系数在 1%、5% 和 10% 水平显著; 括号内为企业层面聚类的稳健标准误.

8 进一步研究
为了探究公共数据资源更加丰富的经济后果, 本文从企业经营和融资两个维度对企业经营费用、盈

余管理以及融资约束展开进一步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 参考江艇 [55] 的研究, 本部分检验也可视为对于
“作用渠道” (Channel) 的检验, 即公共数据资源通过降低企业经营费用、减少盈余管理行为和缓解融资
约束, 进而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相关变量定义如表 9 所示.

8.1 经营费用

首先是经营费用. 如理论分析与假说推导部分所述, 政府开放公共数据资源后, 企业的信息意识成
本、获取成本、整合成本和机会成本等信息处理成本下降, 从而促进企业内外部利益相关者对公共数据
资源的利用. 其中对于管理层, 其可通过对公共数据资源的学习来提高决策有效性, 降低企业经营费用.

9未报告的结果显示, 使用内控有效性作为信息披露质量的代理变量时, 回归结果无实质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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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于外部利益相关者, 其可通过对公共数据资源的分析来提高监督有效性, 降低企业代理成本, 从而
降低企业经营费用. 为了检验上述推测, 本文参考刘新恒等 [12] 的研究, 以期间费用率 (Periodexp) 作为
企业经营费用的代理变量, 由表 10 第 (1) 列的回归结果可知, 政府数据开放能够显著降低企业的期间
费用率.

8.2 盈余管理

其次是盈余管理. 本文推测, 对于企业内部管理层, 通过对公共数据资源的处理与分析, 其决策效率
得以提高, 企业经营状况得以改善, 进而盈余管理动机降低 [63]. 而对于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 政府开放
的企业信用数据、发债额数据、示范企业名单等公共数据资源, 有助于其更好地了解企业真实经营情况,
降低其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 使得企业面临更多的外部监督, 加大了企业操纵利润被发现的风
险, 从而抑制企业盈余管理动机 [64]. 为了检验上述推测, 参考李春涛等 [65]、Nienhaus 等 [66] 的研究, 本
文使用微利 (SmallROA) 作为企业盈余管理的代理变量, 该指标的度量方法为当企业 ROA 大于 0 而小
于 1% 时取值为 1, 否则取值为 0. 由表 10 第 (2) 列的回归结果可知, 政府数据开放能够显著减少企业
的盈余管理.

8.3 融资约束

最后是融资约束. 本文推测, 一方面, 通过使用政府开放的海量公共数据资源, 企业内部管理层能够
做出更为合理的经营决策, 企业经营状况得以改善, 企业的现金流状况得以改善. 同时, 企业经营状况的
改善也为其进行外部融资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进而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 提高企业的经营投资效率 [67].
另一方面, 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 如股东、债权人等, 通过使用政府开放的公共数据资源更加及时、准确
地了解企业的经营现状与发展规划, 提高其资金配置效率, 进而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 [68]. 为了检验上述
推测, 本文使用 WW 指数来衡量企业所面临的融资约束, 由表 10 第 (3) 列的回归结果可知, 政府数据
开放能够显著缓解企业融资约束.

表 9 进一步研究变量定义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Periodexp 企业期间费用除以销售收入
SmallROA 企业 ROA 大于 0 而小于 1% 时取

值为 1, 否则为 0
WW 参考 Whited 和 Wu [69] 计算的企业

融资约束指数

表 10 进一步研究

变量
(1) (2) (3)

Periodexp SmallROA WW

DID −0.004* −0.010** −0.042***
(0.002) (0.004) (0.008)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观测值 24632 24632 21674
Adj.R2 0.146 0.005 0.11
注: ***、**、* 分别表示系数在 1%、5% 和 10%
水平显著; 括号内为企业层面聚类的稳健标准误.

9 结论
为了检验政府开放的公共数据资源的价值, 本文基于企业高质量发展视角, 研究了政府开放公共数

据资源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 以反映公共数据资源作为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动力方面的价值. 以
2010 年至 2019 年 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 使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 本文研究发现, 政府数据开放平
台上线后, 与办公地没有位于数据开放省份的企业 (控制组) 相比, 办公地位于数据开放省份的企业 (处
理组) 全要素生产率更高, 这表明政府开放的公共数据资源具有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价值. 在经过
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替换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衡量方法、加入滞后项等稳健性测试后, 主回
归结果仍然显著, 表明该回归结果较为稳健. 机制检验中, 本文认为若政府数据开放促进企业全要素生
产率提高的机制是信息处理成本的下降进而促进企业内外部利益相关者对公共数据资源的使用, 那么
对于管理层对公共数据资源需求更大、数据资源处理能力更强的企业, 或者外部利益相关者监督企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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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公共数据资源更多的企业, 政府数据开放后其信息处理成本的下降程度更大, 管理层使用公共数据资
源进行学习以及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使用公共数据资源进行监督的程度更高, 进而主回归效应更显著.
为了检验上述推测, 本文使用企业经营不确定性、产权性质作为管理层对公共数据资源需求的代理变
量, 使用企业数字化转型作为管理层数据资源处理能力的代理变量, 使用企业分析师关注、信息披露质
量作为外部利益相关者监督企业所需公共数据资源多寡的代理变量, 研究发现当企业经营不确定性更
高、企业属于民营企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更高、企业分析师关注更少、企业信息披露质量更低时,
主回归效应更显著, 从而验证了本文的机制假说. 进一步研究中, 本文从企业经营和融资两个维度研究
发现, 政府开放的公共数据资源降低了企业经营费用、盈余管理和融资约束. 该部分研究也可视为对于
主回归作用渠道的检验 [55], 即公共数据资源通过降低企业经营费用、盈余管理和融资约束, 进而促进企
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本研究不仅为公共数据资源的经济后果以及数据资源的价值提供理论证据, 还具有如下实践启示:

1) 政策制定者应该坚定推进政府数据开放政策, 扩大公共数据开放数量, 提高公共数据开放质量, 加大
宣传和支持力度, 提高企业利用公共数据资源的意愿和能力. 首先, 本文发现, 政府数据开放提高了企业
全要素生产率, 表明政府数据开放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 “引导社会发展, 服务公众企业” 的目的, 因此应
该坚定推进政府数据开放政策. 其次, 本文发现, 该政策的经济意义显著性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因此政
策制定者应该扩大公共数据开放数量, 提高公共数据开放质量, 以进一步释放公共数据资源的价值. 最
后, 本文异质性检验发现, 政府数据开放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效应在数据需求更大、数据处理能
力更强的企业中更显著, 这表明, 政策制定者在开放数据的同时, 也应加大宣传和支持力度, 以提高企业
利用公共数据资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意愿和能力. 2) 企业应该重视数据资源, 尤其是公共数据资源价值
的挖掘. 本文发现, 公共数据资源能够降低企业的经营费用、盈余管理和融资约束, 因此企业应该加大
力度挖掘公共数据资源价值, 以实现降本增效. 3) 投资者、债权人、咨询机构、学者等企业外部利益相
关者应该重视利用公共数据资源, 缓解其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 积极监督企业, 推动企业高质
量发展, 实现其与企业的价值共享共治.

本文还具有如下不足: 第一, 由于数据可得性, 本文未能够对哪类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发挥了主要
监督作用进行检验. 未来有必要结合实地访谈、质性研究等方法对该问题进行探索, 以明确公共数据资
源的使用主体, 进一步提高政府数据开放的针对性. 第二, 未对除了 A 股非金融企业之外的企业进行研
究, 其中对于 A 股金融企业, 政府数据开放是否提高了其违约预测能力, 进而降低企业贷款损失率, 同
时增加了金融普惠性? 未来有必要对 A 股金融企业等企业进行研究, 以挖掘公共数据资源更丰富的价
值, 同时提高本文研究结论的普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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